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中 州 学 刊 Ｊａｎ．，２０２２
第 １ 期（总第 ３０１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

【历史研究】

革命与性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考察∗

刘 建 民

摘　 要：作为妇女抗日团体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性元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是观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

战争中推动妇女工作的一个独特视角，亦是窥视妇女生存状态转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传统“被压迫—求解放”
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把问题的讨论置于民族解放战争、国家建构和乡村社会重建等时代背景与主题的语境中，方能

感悟妇女在新旧转变之间困顿、挣扎、醒悟、热情等错综复杂而又交织交融的思想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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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妇女工

作深度融入革命运动，以妇女解放之名义动员妇女

以争取抗战胜利。 各种妇女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
活跃在不同场域的斗争阵地上，反映出抗日战争及

妇女工作进程中具有一般规律性的特征。 从学术界

研究来看，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集中体现在对妇

救会的关注上①，但对妇女自卫队的研究则呈现出

一定意义上的薄弱②。 这不仅不利于对抗日战争时

期的妇女运动进行深刻审视，甚至也影响了对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复杂、艰辛、曲折过程的深

刻认知。 有鉴于此，特别是在“新革命史”等范式思

考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发生一系列新变化之

际，本文拟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为考察

对象，抽离一般性过程的线性陈述，重点讨论革命与

传统、乡村与文化、性别与政治等问题，以呈现宏大

历史过程中“人”的活动全面而立体的图景。

一、动员的困境：当革命遇到传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妇女运动的关注亦随之

呈现。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共产

党要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目标表现在“（一）帮助妇

女们获得普遍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三）打破旧社会一切

礼教习俗的束缚”③等方面。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

妇女解放的首次明确表态，已然涉及政治、社会和思

想观念层面的任务及目标，庞大而纷繁，这些目标的

实现自然离不开革命运动中的政治动员。 抗日战争

时期，当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

动的复杂交织中深入乡村时，尽管已经积累了十余

年的斗争经验，仍发现妇女动员必须面对诸多传统

以及现实的困难和挑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

自卫队工作即表现得极为明显。
首先，乡村社会传统的束缚。 近代乡村社会延

续着千年以来的格局与习惯，费孝通称这“是个男

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④。 “男女有

别”不仅仅包括文化结构层面的男尊女卑和男公女

私，而且也意指生产生活上的男外女内，使得“男子

固蔑妇女为不能从事劳动矣，而历年久远，习则相

安，大部分妇女，亦且自认为劳动生产，唯男子是依，
妇女无能从事”⑤。 在一定意义上说，男女在各自的

专属领域中活动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自然而然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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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状态，并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视角、体验和情感。
也因此，文献资料中“牝鸡无晨” “红颜祸水” “妇无

公事”等带有定性色彩的论断比比皆是，社会变迁

孕育而成的传统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是一种高

明和完备的制度”⑥，这也使得在男性主导的乡村社

会差序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妇女具有主体意识的声

音被遮蔽了。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自卫队动员触

碰到如此“安稳”的乡村社会时，无疑会遭到下意识

的抵触甚至抵制，这自然不是因为某些地方“盗匪

流行，会门教门众多，大规模叛乱的发生”⑦等极端

环境造成的，而是传统已根深蒂固的乡村社会之自

然反应。 千年的传统怎么能变？ 妇女抛头露面是否

伤风败俗？ 在重重疑虑之外，一些人或是冷嘲热讽，
或是煽风点火，导致“有的妇女死也不肯加入”⑧。
当然，妇女之所以顾虑重重甚至彷徨挣扎，以及别有

用心者之所以能得逞，恐怕还是因为她（他）们尚未

充分认识到的乡村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巨大影响，
因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就不能让个体‘一意

孤行’”⑨。 而当这个个体是“她”⑩时，那么任何非

常态的变动皆会被视为一种异变或异化，自动触发

那张笼罩在村庄上空的无形之网。
其次，家庭伦理观念的阻力。 如果说乡村社会

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自卫队动员时所必须面对

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状况，那么来自家庭伦理观

念的阻力则是更为直接的挑战甚至困难。 作为妇女

主要的活动场域，特别是对于那些已嫁作他人妇的

已婚者来说，家庭意味的绝不是爱情、温情和感动，
更多的是付出之后的冷漠、歧视甚至压迫。 有人曾

用“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的意志

行为概念，以及“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为花为草”

的人身关系概念，来形容妇女如浮萍般的命运。 这

种命运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有着直接关系，
特别是考虑到男性主导的传统与现实。 毛泽东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妇女除像男子一

样普遍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还受男子的支

配（夫权）”。 男性在社会分工中的绝对权威，是
我们观察妇女命运被支配的习惯性语境及视角。 男

人认为“老婆家顶个什”，挂在嘴边的“女人不养儿

生女不抵二升糠”亦即传宗接代工具的隐喻，不但

“好了是耍的、恼了是打的”，甚至“男人们不喜欢妇

女在街上走，这也可以成为打的借口，往往不一定有

借口，即可以打的”。在男人看来，打老婆和吃饭睡

觉下地干活是一样的，易县“六区兆棋村季✕✕限

制老婆参加抗日活动，一次群众大会把老婆偷锁进

小屋里，不让吃饭”。 这些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妇女困境之复杂。
当然，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家庭中的婆婆亦

是很多妇女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不少域外

旁观者“在中国能够听到大量有关婆婆专横与残酷

的事例”，甚至认为“没有婆婆的家庭可能比有个坏

婆婆的家庭更糟糕”。 妇女干部在开展工作时遇

到过“虐待媳妇，不给饭吃，不让她参加妇救会，还
纵容儿子打媳妇” 的婆婆，即使经过 “革命的教

育”后，其语气中依然可见强烈的“偏执”：“媳妇

是我的，以后还要虐待，虐待得更厉害些，看你们把

我怎么办？”显然，妇女不在家做贤妻良母，而去参

加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极大影响的自卫队，传统的家

庭伦理观念又岂会没有影响。
最后，妇女自身思想的负担。 数千年来男尊女

卑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家庭的束缚，使得大多数妇女

养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即使有所不满甚至反抗，也
往往淹没在世俗的压力和男性的强制中。 当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妇女自卫队动员的触角深入到妇女群体

时，即发现了其诸多看似平常实则沉重的思想负担。
妇女自幼即被灌输“三从四德”，成年后的婚姻往往

又不能自主，应县“实际上娶个媳妇总得花一百到

二百白洋”，“伙婚、续婚、相婚、卖活人妻、共妻，
甚至个别地区还有地主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初夜

权”。 妇女如货物般的婚姻命运，以独特视角说明

其自主意识的产生注定是一个巨大的多层面挑战，
更何况去参加很多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自卫队。
对于这些“好女不出村”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嫁
汉是为了穿衣吃饭”的妇女来说，走出家门所代表

的又怎是一言而概之，陌生的公共领域更多的是充

满了未知与惶恐。
进一步说，即使思想的束缚被打开了缺口，不少

妇女仍然难免在患得患失、紧张焦虑的情绪中徘徊。
“一方面，对家庭，对丈夫和家事重重，不能长期放

下。 又一方面，又怕形单影支，受人欺负，弄得不清

不白。”即使形式上加入了妇女自卫队，但“一般

青年妇女，有的便羞羞答答，站岗时不敢问路条，愁
眉苦脸低头不语”，显然在形式与思想间尚未完成

角色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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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泽东对乡村社会的复杂及妇女工作

的严峻有着深刻认识，提醒“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

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

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 但是，毛泽

东的提醒显然尚未成为一种普遍认识，一些妇女工

作干部在习惯地以男性视角动员时，并“没有切实

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

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
无异于增加了妇女自卫队动员中的矛盾与摩擦。

二、氛围的营造：顶天与立地的联动

面对动员中所遇到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从抗日

战争的最大实际出发，将妇女工作的开展与妇女的

解放联系起来，进而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政治解

放、阶级解放结合起来，为妇女自卫队的成立及工作

开展营造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氛围。 由此，书写了一

幅时代主题与个人命运联动、宏大叙事与细微表达

交织的立体动员画面。
首先，以抗日救亡为旗帜。 毛泽东指出：“如此

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
是不能胜利的。”普遍与深入的政治动员，反映的

是对动员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与希望，自然也对妇女

动员提出了任务与要求：“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

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在其时救亡强而启蒙弱的民

族解放语境下，受传统习俗与现实环境束缚的妇女

被“唤醒”与“起来”自然不再是妇女自身的私事，而
是被赋予了极强政治色彩的价值定位。 也就是说，
尽管妇女解放有着自身独特规律，但在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的情境下，单纯的妇女解放无疑是不现

实的，而必然是民族解放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中国

共产党将保家与救国联系起来，用富有鼓励性的语

言和针对性的行动营造出的氛围，逐渐将习惯于相

夫教子而少经世面的妇女引向火热的革命运动中。
救亡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影响着林迈克一样的异

域观察者，他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调研时有着一个

深刻印象：“曾经与日本人接触的农民说，日本像野

兽一样，如果你不杀死他们，那他们就会把你杀

死。”生死存亡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一

旦认识到了“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

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

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之间

的辩证关系（当然妇女的认识未见得是理解深刻内

涵，更多的恐怕是朴素的打鬼子诉求），其所爆发出

来的热情、激情和勇气让人为之侧目：“大家就有这

股劲儿，一天不吃饭，咱们都不饿，走上五十里路，咱
们也不累，为的打日本，只有苦，没有甜，不怕苦，才
能打走鬼子。”诸如此类在妇女身上从未有过的变

化，也让耳闻目睹者心生感慨：“娘儿们也和男人一

样，能做大事。 今天的检阅，就证明了你们是一支不

可少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救亡为旗

帜，试图唤起妇女内心中最深厚的情感，引导她们承

担其可能尚未明白深刻内涵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所

给予的责任，参加妇女自卫队自然具备了历史的合

法性和正当性。
其次，以情感交流为纽带。 如果说抗日救亡是

民族大义，那么在这面旗帜下，与妇女的情感交流则

是动员成功的那根纽带。 也就是说，既有顶天的理

想、信念与精神追求，又有切身的理解、关心与信任，
方能将妇女动员做深做实。 这种情感的交流，莫如

从妇女所遭受的歧视与压迫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点

滴着手，设身处地地去沟通，以唤起其作为一个

“人”的意识和尊严。 “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
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

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超脱单纯两性或者家庭的

动员思想，显然是引导妇女从根源上认识和思考自

身解放的问题。 “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

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

多’的时候来得多。”鲁迅也提醒要以历史的思维

和视野来引起妇女的情感共鸣。 一旦从思想和生活

两个层面得到了释疑解惑，妇女一些曾根深蒂固的

偏见甚至错误认识亦即易于被打破，也才有可能更

深刻感悟“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

功”的道理。
妇女思想感情的变化反馈到动员语境中，革命

话语影响下的“接地气”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对妇

女展开工作时，“先由感情上帮助，做家务上接近，
再发展到工作上的团结”。 妇救会诸如此类的工

作经验被学习和利用，妇女干部以对妇女价值定位

的生活化阐释逐渐打消了人们对妇女自卫队的不解

或疑虑。 有了动员时的经验，在组织妇女自卫队开

展工作时，情感的注入使得组织化、政治化、纪律性

等更易于在刻意营造的氛围中取得实效。 “对妇女

自卫队应和男自卫队有不同的要求，应给予不同的

任务，也不能将自卫队的一套领导方式、方法硬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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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自卫队中来。”如考虑到妇女自身实际，在最

基础的底层架构上，实现了“姑娘班、媳妇班、大足

班、小足班、有孩子的班、无孩子的班之分别”设

置。 诸如此类差异化的政策运用，使得妇女感受到

了心理和生理不同层面的关心，产生的情感亦会更

巩固、更持久。
尤其让人感慨的是，这种情感的交流逐渐置于

制度化的氛围中。 以识字为例，那些原来被认为

“老婆家识字能顶个什”的妇女自卫队员，在冬学运

动中感受着文化、思想与解放的互动，从而迸发出令

人印象深刻的热情。 考虑到革命运动对妇女自卫队

的需要和妇女自卫队员自身的需求，基于性别与生

活因素的制度安排，如家庭学习制度、住娘家转学制

度、小先生制度、识字先锋员制度、竞赛制度、考试制

度、毕业制度、参观与巡视制度、检查制度等不断完

善。 “抱娃娃队的组织为解决有孩子的妇女的困

难，学习站的设立，冬学晚会，冬学大会的举行，冬学

报纸的印发，工作团、突击队、讲演队的派遣，游击区

内的伪装冬学与轮番上课分组上课。”浸透于制度

与形式上的情感强化着妇女的内在自觉。 中国共产

党坚持实事求是，在情感与制度相融中践行群众路

线，在妇女自卫队身上得到了代表性的诠释。
最后，以切身利益为感召。 中国共产党在重建

乡村社会结构及话语时深刻认识到，道理再大，感情

再深，没有实际利益方面的驱动也枉然。 在晋察冀

抗日根据地对妇女自卫队的动员中，基于利益的感

召主要体现在政治、生产和生活三个紧密关联的层

面。 在革命运动的语境中，没有什么比妇女参政更

能反映其作为权利主体的形象了：“娘儿们要出来，
参加选举，选村长，选区长，选县长。”根据平山、行
唐、灵寿、易县、唐县等地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１ 年村

选中妇女当选者计有“村代表一五六○人，正主席

一六人，副主席八一人，秘书八人，委员二三六人，闾
主任七四人”。 妇女进入曾被认为是男人专属的

公共政治领域，此种行动及所包含的蕴意反映出妇

女在政治生活中话语权的提高，当然必须清楚这是

发生在男人主导的革命历史情境中。
“女人当官”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官的女人，而且

让其他妇女感同身受，体会到前所未有地有了自己

利益上的代言人。 当然，政治上直接影响者毕竟是

少数，大多数妇女感受最深的恐怕还是生活和生产

上的改变，夫妻和睦，老幼其乐融融，越来越多的妇

女在生活节奏的改变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从“女织”的单

声道转变为增加“女耕”后的双声道，真正有了翻身

的体验和喜悦。 《抗敌报》曾以《一个勤劳和睦的家

庭》为题报道唐县吕家庄的赵士魁家：“他家天不明

就起来去地里干活。 妇女们一样过唐河去锄地，从
来没雇过短工，大家一齐做，一起吃，没分过男女，没
闹过别扭。”正“因为全家积极生产，加上政府团体

的领导，所以生活得到改善”。如此般“二人一条

心、黄土变成金”“全家老少齐上阵”的场景，反映的

是妇女能够扬眉吐气、心情舒畅地做“人”了。 妇女

在生产中体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交融，发出了来自内

心深处的感慨：“咱们能自谋‘光景’后，咱们才真的

解放了。”也因此，参加妇女自卫队自然成了一部

分妇女的必然选择。
显然，中国共产党在寻找破解妇女自卫队动员

困境之道时，以抗日战争唤起妇女爱国救亡的真感

情，以情感交流触动妇女内心深处的柔软，以切身利

益维护妇女的尊严和权益。 这种义、情、利的交融，
不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不断成熟的动员理

念及技术，而且也揭示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长期

“隐身”的妇女不是一经动员即飒爽英姿的，而是需

要动员者以智慧和技术来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势。 必

须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宏大语境下注意

到了妇女自身的利益诉求表达，但具备女性主体意

识的工具性客体命运，意味着在民族和国家所赋予

的责任与义务面前，妇女的一部分权利与利益极有

可能被淡化或遮蔽。

三、玫瑰的绽放：性别政治的新诠释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理念、制度

和策略结合在一起，在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完成

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使得妇女自

卫队成为抗日队伍中一股独特的重要力量。 这种力

量表现在参加后方生产运动、执行抗战勤务、开展除

奸工作、配合游击战争、瓦解敌伪军等方面，为艰苦

卓绝的抗日战争氛围增添了一份独特意味，性别政

治在特定的时空里得到了具有变革意味的再诠释。
首先，以妇女的组织来展示妇女的力量。 在中

国共产党持续而坚决的动员下，妇女自卫队快速发

展。 仅仅到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

卫队人数已达 ３０ 万人，其中“成年妇女约占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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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包括壮年），青年妇女约占百分之四十

五”。 各地状况不尽相同，完县的动员情形令人印

象深刻：“全县人口，共有一十五〇五百〇五人，妇
女自卫队员共有三万多，占全妇女人口差不多二分

之一。”在组织起来的语境中，妇女自卫队的编制

架构建立起来。 自上而下的垂直架构，显然从行政

管理上有益于更为有效的领导。 在某种意义上说，
被组织起来的妇女自卫队活跃在抗日战争的后方阵

地上，极大丰富了抗日战争的斗争内容和话语体系。
其次，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 尽管由于性

别生理的考虑，妇女自卫队很难参加子弹横飞、刺刀

见红的实际战斗，但以各种形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斗争作用。 “如果谁要强迫妇女自卫队做它力所不

及的任务，谁就会脱离群众，被群众所抛弃。”这种

基于工作实践的认识，被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所认

同。 如“从冀中到路西运麦、棉、布等；从敌占区向

根据地运送各种必需品，妇女们多装成大肚子或病

妇，经过敌人据点碉堡，完成任务”，妇女自卫队的

性别优势在具体时空情境中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

诠释。 再如，“当伤员到来时，妇女自卫队马上开会

分工合作，有的到山头放哨，以防敌探汉奸，有的做

饭，有的洗衣，有的配药”。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这几乎已经有了后方医院的雏形。 当然，在革命的

语境中，“巾帼不让须眉”也易于被简单化、模式化。
灵寿县 ２０ 岁的王兰英在对敌斗争中成为人们印象

深刻的女英雄：“她有着矫健结实的身体，很有力

气，耐劳能干，站岗、侦察她不比别人差，打仗比有些

男同志还勇敢还坚强。 她经常用一根很宽的皮带束

着腰，前面插着两个大号的手榴弹，后面挂着一支擦

得很亮的短铳枪，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的铁棒，不时敲

着地壳，发出沉重的声音。”尽管常说人如其名，但
王兰英们已不能仅用飒爽英姿来形容，而是由极具

粗犷之风的铮铮铁骨取代了人们印象中的柔弱与腼

腆。 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倾向性的认识反映出作

为女性的妇女在革命语境中被去女性化了，性别和

政治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可见一斑。
再次，动员起来的妇女开展着动员斗争。 抗日

战争打的是持久战，后方政治动员亦是持久而细致

的活动。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以崭新

的行动和语言影响着周围人们的认知，为抗日的政

治动员发挥着独特作用。 以妇女自卫队形象展示的

检阅为例，一般分为“（一）人数，（二）武器，（三）唱

歌，（四）政治问答，（五）纪律”五项内容，其中“政
治问答内分十个题目：一、中国有那两大党？ 二、共
产党的领袖是谁？ 三、领导全国抗战的是谁？ 四、为
什么组织自卫队？ 五、自卫队的任务是什么？ 六、为
什么组织妇救会？ 七、妇救会是作什么的？ 八、今天

是什么日子？ 九、为什么成立识字班？ 十、什么叫合

理负担？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她们对这些问题都能

有很好的问答”。 原来人们印象中只会围着灶台

转的妇女加入自卫队后，竟然对“救国” “抗日” “斗
争”这些大问题都对答如流，让众多旁观者无不惊

讶甚至震撼。 检阅中让男女老少皆欢迎的无疑是

“唱歌”的环节：“每队都差不多会唱十几个歌子：
《送郎上前线》 《不要开小差》 《打杀汉奸》 《老百姓

偷枪》 《大刀进行曲》 《无敌游击队》 《青年航空

员》。”原来多是说话就脸红的妇女加入自卫队

后，不仅自己变得能说会唱了，而且感染着耳闻目睹

者，进而使这些“她者”产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
在妇女自卫队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妇女以不

同方式投入到抗日动员和救亡的大潮中。 “定县的

韩大嫂，怀抱三岁娃娃，替夫报名，并在群众面前，报
告劝夫入伍经过。”旁观者无不赞叹其是“深明大

义之举”。 “唐县一九四二年二月份，涌出了十个送

郎队，两个送哥队，出现了三十四个送郎的妻子，三
个送子的良母，六个送哥哥的好妹妹。”女人成了

男人投身抗战救国的助推器和支撑点。 同时，那些

曾一度被忽视的妇女也汇入了抗日斗争的浪潮中。
既有让人激情澎湃的斗争宣言：“别看我已是快到

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 乡

亲们！ 齐心吧！ 大家伙儿帮助救国，多做活儿，多纺

线、织布，成立织布工厂，我愿领头去干。”又有老

骥伏枥般的实际行动：“完县柏山村的裘老太太，牙
齿都已经脱落，吹口哨不关风，大家笑她紧急时吹不

响。 她气极，当她站岗时，她坐在村口，一边纺纱，一
边注意行人。 一天走过一个身着青衣的生面客，表
情很不自然，答话支支吾吾，遂设计一方面请他到家

中吃饭，一方面就报告了村公所，结果捕获了一个汉

奸。”妇女自卫队影响着身边的妇女释放内心的压

力与渴望，努力挣脱世俗的束缚战斗在抗日阵地上。
最后，努力于移风易俗的生活。 正如马克思所

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这影响着我们对妇女解放的观察和思考。 晋

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但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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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且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建

设的模范，亦成为建国的模范”。 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现着勃勃生机的新社会，
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妇女的参与，确切说是其从私到

公、从内到外的场域活动。 进入公共领域中的妇女

包括自卫队改变着自身，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

会风气，推动社会生活发生着移风易俗的变革。
如妇女自卫队的检阅，往往是三村五里间呼朋

唤友去看热闹的大聚会。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 ８ 日，行唐举

行四个妇女自卫大队的检阅。 到会 ２４００ 余人中，
“有穿花鞋子的大闺女，有穿红裤子的新媳妇，有的

牵着两三岁的孩子，有的抱着刚出世的小妮，还有七

岁的小女孩背着背包参加，白发的老太婆扶拐棍到

会”。 在她们或是担心、或是疑虑、或是羡慕的眼

光中，妇女自卫队站队列、展军姿、喊口号、唱高歌，
演绎出一道别样的靓丽风景。 看着神采飞扬的妇女

自卫队，不少人心生感慨：“这都是那些从前不曾出

过大门的，不敢说一句话的，成天只配躲在厨房里的

封建妇女。”此种感慨，反映出人们对妇女认知的

改变，或者说正视比尊重妇女更符合实际的社会风

气正在逐渐形成。
在妇女自卫队等团体的影响下，更多的妇女走

出家门和政治生活有了亲密接触，参加选举的“有
刚过门的新媳妇，她们也羞答答的低声议论；还有将

要临产的孕妇，骑毛驴的病人；有衣冠齐楚的富人，
也有衣服破旧的女佣公”。 她们在通过投票表达

意愿时，感受最深的恐怕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

务之庄严与神圣。 这种庄严与神圣的感觉，在特定

的场域中加以适当的气氛烘托，将产生一种令人兴

奋甚至激动的效果，如唐县县长陈舜玉的选举画面：
“选举前一天晚上百团大战已经展开，陈县长乘夜

亲率自卫队健儿攻打唐县城，早晨拖着疲倦的身体，
飞马而归，踏入县议会会场，当场便被会场一致选为

县长。 当选举揭晓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策马

奔腾的陈舜玉似乎在印证“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俗

语，而这恐怕已成为不少男人的感慨和女人的心声，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移风易俗新生活的变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见证着中国共

产党如何将妇女解放融入民族解放的语境中。 这既

是抗日战争的需要，亦是妇女解放所必须遵循的客

观历史场景。 这一历史过程中，妇女的思想、心态、
话语和行动在被解放与塑造中发生着深刻变化。

四、余论

考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在厘清基

本事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考革命与传

统、乡村与文化、性别与政治等问题，以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革命及人的活动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首先，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来看，其领导的革命

运动需要深入乡村以挖掘蕴藏其中的热情和力量。
但“传统并不会仅仅因为一种新观念的进入便寿终

正寝”，当革命的号角试图唤醒沉睡的乡村时，毫
无疑问会遇到乡村旧有秩序与观念的抵制，尽管其

中夹杂的未见得是敌意，更多的恐怕是误读或偏见。
显然，这对于动员其中的独特群体妇女来说，更是凸

显出可以预料或未知的困难和矛盾。 但已经过十余

年革命风雨磨砺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入乡村社会时

展现出了足够的智慧和技巧，通过行政力量和思想

工作，在作为主体的自身、作为客体的妇女和作为活

动场域的环境间构建了一种情境氛围，将妇女解放

融入民族解放和国家建构的进程中。
其次，作为客体的妇女，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具有

思想感情和自我意识的主体。 革命引发妇女身上发

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释放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带

有主体自我意识的能量。 必须指出的是，妇女自卫

队动员反映出女性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从性别

偏见和歧视到性别平等转变之大引发了多重的变化

和反应，妇女自卫队也反映出在政治生活的普遍范

围内依然没有改变男性视角，而妇女作为女性视角

的自觉和主动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最后，妇女解放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必然

受到客观环境的约束或影响。 如看着妇女自卫队活

跃的身影，有男人在妇女“翻身”面前心态失衡，“要
求女人在尽义务上的事情多作些，才是男女平

等”。 “男人挑一担水，女人同样也挑一担水；男
人不缝衣服，女人也就不缝衣服。”诸如此类观念

上的偏差或误读无疑在提醒，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

传统所固有的惯性，与妇女解放形成了某种难以在

短时间内消除的张力。 妇女在释放压力的同时不知

不觉间又被赋予了新的定位，而这对妇女自身以及

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恐怕是在当时情境中

所难以预料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妇女自卫队是以独特的存在形式反映着这种状

况，承载了这一特定历史时空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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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以下几篇论文具有代表性，岳谦厚、王斐：《妇救会与中共婚姻变

革的实践———以华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视域下的华

北妇救会》，《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松伟：《在平西做妇救

会工作的记忆》，《北京党史》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②目前，仅见一篇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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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性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考察


